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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指数模型 

田翠翠  刘黎黎  田世政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重庆  400715) 

【摘 要】 重庆将避暑刚需与旅游扶贫结合，开创了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该项目实施已近5年，是国

内旅游精准扶贫的先行者。以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为研究对象，利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以贫困户个体、贫

困家庭、纳凉村社区3个层面25个测评指标的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以模糊综合评价法为基础的效

应指数计量模型，为后续的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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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贫困一直是亟待解决的世界性难题。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就将“消灭贫困”写进了《联合国宪章》；20世纪60年代初，国

外学者开始关注旅游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1999年，英国发展局提出“利于贫困人13发展的旅游”(Pro—Poor—Tourism，

PPT)，正式将旅游与减贫联系在一起，成为国际上旅游消除贫困的主要理念、原则和操作模式[1]；2002年，世界旅游组织在可持

续发展峰会上又提出了“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 a8 all Effective Tool for Eliminating Poverty，

ST—EP)。为了解决贫困人I=I的温饱问题，我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1994年提

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地区差距。为了克服扶贫资金“天女散花，年年扶贫年年贫”

等问题，2014年我国提出瞄准扶贫对象、重点施策的“精准扶贫”思想。在国家“精准扶贫”理念的影响下，2014年国务院《关

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首次正式提出了“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强调因地、因人、因时制定具有

针对性的措施和方案，实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2015年5月，旅游扶贫被列入我国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国务院

扶贫办和国家旅游局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560个建档立卡的旅游扶贫试点村。目前，旅游精准扶贫已经成为我国扶贫攻坚新的政

策和措施。 

重庆市是国内较早实施旅游扶贫的地区之一，2011年由重庆市政府扶贫办牵头，在14个国家级和4个市级贫困县贫困人口集

中的大巴山和武陵山片区，启动了以避暑休闲为主的高山纳凉村乡村旅游扶贫项目[2]，满足城市居民夏季纳凉避暑的刚性需求。

目前，重庆市已有177个贫困村建设成为乡村旅游接待村，2014年接待游客68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亿元，924个建卡贫

困户成为纳凉接待户，户均增加收入3．2万元，旅游扶贫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扶贫项目从实施之初起，市县两级的扶贫资金和扶贫力量就直接到村到户。除了建设基础设施以外，

扶贫资金全部用于对接待户的厕所、厨房等改造，买床、买被子等接待条件的改善和接待户的培训等。此外，市扶贫办依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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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中央驻渝单位等，组织了18个扶贫集团，开展“一对一”帮扶和业务指导，还建立了专门的避暑纳凉网

站和热线电话以组织国内外的广大客源。重庆市高山纳凉村项目真正做到了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其

实施理念和途径体现了旅游精准扶贫政策的精髓。重庆市高山纳凉村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已实施了5年，比国家正式提出“精准扶

贫”和“旅游精准扶贫”早2—3年，可以算作是国内旅游精准扶贫的先行者和成功范例，对其案例进行研究，具有全国性的借

鉴和指导意义。 

目前，旅游扶贫的学术研究已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主要内容涉及扶贫理论、战略模式、扶贫效应、区域扶贫开发实践、

问题与对策等[3-5]，旅游扶贫效应的评估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旅游扶贫效应评估的研究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最

初，我国学者多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宏观层面建立指标体系[6,7]，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或模糊综合评价法测算区域旅游扶贫综

合效应值；或者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8]、DEA法[9]等分析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则主要从微观视角出发，以

贫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期望、经验和感知来认识旅游扶贫的效应[10,11]，发现社区居民、关键决策者具有不同的感知态度[12]。近年

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贫困人口受益的微观层面，张伟等[13]、李佳等[14]、蒋莉等 [15]通过入户调查，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

扶贫效应；郭舒[16]创建了“产业链跟踪法”来对旅游扶贫进行评估。但在相关研究中，缺乏减贫程度等关键指标，同时也忽略

了对贫困人口观念、权力和技能变化的关注。一般而论，学者们多选择热点贫困省市、片区等大尺度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对景

区、村落等微观单元扶贫效应的实证分析较少[17]。 

在旅游精准扶贫的研究方面，近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处于旅游精准扶贫的内涵、精准识别[18]、实践模式[19]、地区实

施途径[20]等理论方面的探索阶段，尚未发现旅游精准扶贫效应及其评价的文献。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重庆市高

山纳凉村的实际，利用层次分析一模糊综合评价法，从贫困人口、贫困家庭、纳凉村社区三个层次的微观视角，建立纳凉村旅

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数模型，为后期选择典型案例点进行实证研究和结果比较奠定基础，以期对国内外精准扶贫、

旅游扶贫、PPT和ST—EP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有所贡献。 

2、评价指标体系 

2．1指标选择原则 

根据重庆市高山纳凉村的特点和旅游扶贫效应研究的相关成果，本文遵循以下四个指标构建评价原则：①针对性原则。以

重庆市高山纳凉村为特定研究对象，针对性地提出符合纳凉村实际效应的评价指标体系。②继承性原则。在指标体系构建中尽

可能做到在理论上有据可循，参考已有文献，选择适用于本研究的评价指标。③代表性原则。衡量旅游扶贫效应的指标既多又

杂，繁琐的指标反而会影响评价效果，因此在避免信息遗漏的基础上，尽可能筛选有代表性的关键绩效指标，简化评价工作。

④可操作性原则。在选择评价指标时，考虑指标是否可以通过收集数据或居民感知调查等方式获取所需信息，若指标值无法量

测，则考虑将该指标转换成同类可获得的指标。 

2．2指标的层级体系 

本文利用AHP层次分析法将指标体系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目标层，为评价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设置为重庆市高山纳凉

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第二层是准则层，为基本指标类型，主要有3类；第三层是指标层，各准则层的衡量标准由12个指标组成；

第四层为要素层，是各准则层指标的具体表征指标。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和要素层构成评价指标体系集合，具体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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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指标的层次与选择 

以往对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进行评估，田翠翠于2016年4月前往重庆市

高山纳凉示范村——黔江区新建村进行了短期调研，通过与接待户的深度交谈等方式，调查了新建村旅游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

程、发展现状、贫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等。在调研中，作者认识到从上述三个宏观层面构建本文的评价指标体系针

对性不强，认为必须从贫困人口个体、贫困家庭、纳凉村社区三个层面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才符合实际。 

贫困户个体：贫困户个体发展情况是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估的核心层面[21]，如果贫困人口发展受限，难以得到旅游开发的

权利，直接影响到旅游扶贫的效果[22]。冯旭芳等[23]对山西省陵川县锡崖沟的调研发现，旅游扶贫为贫困人口提供了收入机会和

发展机会，提高了家庭生活水平，居民对旅游业的发展一般都持支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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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从个人发展角度选择贫困户个体层面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价指标，包括权利实现、思想观念、技能与素质和社会地

位四个方面的改变状况：①权利实现。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过程可减少对旅游的反感情绪和冲突[24]，但在多数情况下，贫

困人口都被排除在旅游扶贫决策之外，本文通过参与旅游决策程度来表征贫困人口权利实现情况。②思想观念。贫困人口依赖

政府的思想严重，缺乏自觉改变落后面貌和摆脱贫困的主动性[25]，外来文化会无形中影响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从而加速或减

缓旅游业的发展步伐。思想观念的改变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贫困人口的发展状态。③技能与素质。接待意识、服务素质与技

能等的提升是保障脱贫巩固的有效方式，也是促进贫困户持续发展的关键。④社会地位。贫困者社会地位的差距会带来社会更

深程度的不平衡，破坏社会融合和发展的成果[26]。重庆市纳凉村扶贫项目的实施增加了贫困人口对自我能力的认可程度，提升

了自信心，可利用贫困人口自身对社会地位提高程度的主观评估来衡量该指标。 

贫困家庭：家庭是纳凉村的基本社会单元，是旅游精准扶贫的直接帮扶和受益主体，旅游扶贫对贫困家庭的影响深远。文

军等[27]在评估桂林龙胜龙脊景区旅游扶贫的效应时，发现贫困家庭受到的效益明显；宋红娟[28]根据对海南省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

调查发现，旅游扶贫对农村传统家庭关系、意识形态、家庭结构改变有着巨大的影响。 

对贫困家庭旅游扶贫效应的评价重点包括：①旅游参与。贫困户的参与是实现旅游扶贫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36]，

贫困户参与旅游扶贫可以拉长旅游产业链，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贫困人口获取直接旅游收益的机会，而旅游

税收可以反作用于贫困人口，提高社区的医疗卫生水平和基础设施质量[29]。②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贫困家庭参与旅游

活动的根本原因，也是促进其积极性的基本动力。本文选择家庭人均收人年增长率、恩格尔系数减少率和人均住房面积增长率

三个指标来评估生活水平提高程度。③人际关系。扶贫项目的实施改变了村民之间、村民与游客、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方式，家

庭和谐程度和邻里和谐程度是居民主观幸福感、社区社会和谐度的表征指标。④传统文化。旅游扶贫在打破地区贫困局面的同

时，会使传统文化变异、扭曲甚至伪文化和文化失忆[30]，造成旅游产品同质化，丧失特色。本文选择民风民俗继承程度和传统

生活方式改变程度两个指标评估文化传承情况。 

纳凉村社区：社区参与旅游可以让居民获取利益、提高旅游产品质量和保护资源环境[31]，最终实现“经济脱贫”和“观念

脱贫”[32]。马创[7]发现，通过大量投资发展旅游业，云南仙人洞村在经济、社会、环境发面取得了显著的正效应。 

本文主要从减贫程度、产业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改变四个方面选择指标：①减贫程度。减贫程度是旅游精准扶贫效应的

最直接体现，建卡贫困户年均减少率和年均返贫率可以评估旅减贫效果，也可以反映扶贫实施效率，是目前精准扶贫效应研究

中最为关注的指标。②产业发展。旅游扶贫本质上是一种产业扶贫[33]，旅游产业的发展会对纳凉村及所在区域形成长远的、动

态的影响。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接待量年均增长率、就业人数年均增长比率、旅游设施完善度、旅游知名度提高程度、其他

产业带动程度等指标可较准确地衡量纳凉村社区的产业发展程度。③社会进步。基础设施建设是高山纳凉村扶贫资金主要的投

入领域，考虑用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评价纳凉村水、电、公路、通讯、网络、卫生设施等覆盖情况，以贫富差距程度衡量旅游收

益的公平性，用社会治安状况来评估项目实施前后当地社区安全的变化情况。④环境改变。旅游业是典型的资源依托型产业，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开发的依托[34]，特别是以避暑资源为发展基础的高山纳凉村，选择环境舒适度和环境改善程度两个指标

来评估当地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情况。 

2．4指标的获取方式 

本文所选取的指标包含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类，定量指标通过数据收集获取，定性指标则通过调研居民感知获得，具体

方式后文介绍。指标体系及其获取方法见表1。 

3、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扶贫效应进行评价。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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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层次性，又有部分难以定量的指标，而模糊综合评价法可以根据模

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可以有效解决非确定性问题，该方法适用于本研究。其具体步骤主要分为以

下几方面： 

确定评价指标集合U：U={u1,u2,„um}。式中，m为指标项目数。根据表1，构建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综合效应评价

指标集U，um为第m个综合效应评价指标，m=25。 

确定单个指标权重，建立权重集A：A={ 1a , 2a ,„， na  }，n=25，U= na  =1且0≤ na ≤1。权重反映了各个指标对重

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的影响程度。 

本文由1名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和3名研究生组成研究小组，采用1—9比例标度法(表2)将指标进行两两比较，获得各指

标相对重要性矩阵，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软件Yaahp获取权重(表3)，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表4、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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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指标评判集合V： 1V ={ 1v ， 2v ，„， nv }。式中， 1V 为第一个指标的事实评判集合；q为事实评判的项目数； qv 为第

q个答案的隶属度， 1v + 2v + qv =1，则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隶属度为： 

 

式中， nqv 代表第 n 个指标的第 q 个答案的隶属度。本文以{最大，比较大，一般，比较小，最小}作为定性指标的事实评

判集合。经过案例地居民感知调研后的整理数据，得到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的事实评判隶属度。

本研究中有部分指标属于定量数据，需要根据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际发展情况建立模糊评判标准。本文建立的

具体评价标准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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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综合隶属度向量W：W=A*V。 

计算综合效应指数：若评价等级分值向量 qR *1)( ，那么其综合效应指数为：
TRW * 。本文参考包军军[35]建立的旅游

扶贫效应等级及赋值标准，将重庆市高山纳凉村精准扶贫效应划分为5个评价等级，赋值见表7。 

 

本研究中具体的评价等级向量为R=(1，2，2，4，5)，最终可求得综合评价效应 值。同理，可分别计算准则层相应的综合

评价效应值。 

4、结论与讨论 

本文提出了重庆市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数模型，为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奠定了基础。后续研

究拟选择重庆市渝东南生态保育发展区的黔江新建村、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丰都横梁村、都市功能拓展区的南川永安村为

典型案例点，通过调查与实际评估测度，再通过对比3个纳凉村各个综合效应值、准则层效应值和指标层效应值，分析这些地区

实施旅游精准扶贫的差异与实际绩效之间的关系，为重庆市高山纳凉村精准扶贫政策的优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为其他地

区旅游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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